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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长期增长与不平等:
英语学界对全球经济大分流的量化研究

徐 毅 何丰伦

【提要】 2000 年以来，量化 15—19 世纪各国长期增长与不平等的“全球经济大分流”研究成为

英语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围绕“全球经济大分流”问题，英语学界不仅出现了各种量化全球经济长

期增长与不平等的专题数据库和综合数据库，而且在全球经济大分流的起源、阶段、表现和原因等问

题上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解释体系。这些新的数据库和理论体系不仅重新认识了现代经济

增长的起源、阶段、表现、机制、路径与原因等问题，还厘清了当今全球经济不平等体系的历史根源。
梳理、分析和研究这 20 年英语学界全球经济大分流的研究脉络，总结其发展特征与趋势，对于开拓

中国视野的全球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关键词】 英语学界 全球经济大分流 长期增长 不平等

21 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经济大分流”成为西方经济史领域最流行的研究话

题之一。它主要探讨 15—19 世纪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变得富裕，而多数国家却陷入贫困泥潭，导致

全球经济不平等的问题。自亚当·斯密以来，英语学界一直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尽管各大

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平等，但是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都接近于最低生存水

平。这种情况只有到了最近的几个世纪才发生重大变化。①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学者库兹涅茨

( Simon Kuznets) 使用新创立的国民账户体系( SNA) 量化 18 世纪以来各国的经济长期表现，发现导

致世界各国经济差异的主要根源来自于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现代经济增长，从而开启了探索各

国经济增长并解释各国各地之间经济不平等的研究先河。
最近 20 年，沿着库兹涅茨创立的量化研究路径，英语学界围绕“全球经济大分流”的问题，大大

拓展了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与不平等的研究视角、主题和内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很大

程度上对全球经济史的传统观点、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全面反思、批判和更新，对于中国学界的全球经

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学术史的角度对 20 年来英语学界在全球经济

大分流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做一次全面的梳理和考察，供学界同仁参考。

一、从研究各国现代经济增长到探讨全球经济大分流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学者库兹涅茨创建了国民账户体系。②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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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克拉克( Colin Clark) 根据这一体系，基于行业产出和实际工资等统计数据，首次建立了 1925—
1934 年间 50 个国家国民收入的长期数列。为了实现国际比较，他还初步构建了一套购买力平价

( PPP) 指标，统一使用 1925—1934 年美元的购买力平价将各国国民收入的长期数列纳入国际比较的

框架。① 可见，国民账户体系与购买力平价核算为展开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与不平等的量化研究提

供了基础的分析框架和方法工具。②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早期，库兹涅茨基于国民账户体系和购买力平价核算方法，对近

20 年来各国国民收入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比对和考订，开启了探索全球经济不平等之源的量化

研究。他精选出 21 个国家，分成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两组，将考察的起点回溯到工业革命，并建

立了一个从 18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 60 年代的 21 个国家国民收入总产值和人均收入的长期数列，用

1965 年的购买力平价来进行国际比较。库兹涅茨发现，工业革命之后 14 个发达国家经历了至少持

续 20 年以上的现代经济增长，而欠发达国家“由于其最初的人均产值太低，虽则它在相当长的时期

有高的增长率”，③但未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因此，他提出 20 世纪全球经济的不平等缘于 18 世

纪中期英国的工业革命，它使少数国家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并由此产生了各国在国民总产值与人

均产值方面的巨大差异。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技术与知识

的运用、经济结构变迁等因素。
20 世纪 80 年代初，瑞士学者贝洛赫提供了更多的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估算，并

第一次构建了基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样本的 1750—1977 年全球人均收入长期数列。④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英国学者麦迪森在上述三位经济学家估算的基础上扩展了国民账户核算的国家

和时间段。在 20 世纪末，麦迪森领导的研究团队建立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长期发展数

据库，并在多部著作中对各国、各大洲以及全球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进行了系统探讨。麦迪森数

据库涵盖了从公元元年到 2000 年 160 多个国家的 GDP 和人均 GDP 的长期数列。他通过两个方

面构建这一工程庞大的数据库: 一是收集、整理、比对与新估了 160 多个国家不同时期使用本国

货币计算的 GDP 和人均 GDP; 二是发展了国际购买力平价理论，将 1990 年作为基准年，通过外

推、直接比较和间接比较等方法，建立 1990 年各国购买力平价集，并将之运用于国际比较，最终

构建了用 1990 年美元计算的公元元年至 2000 年各国、各大洲和全球 GDP 和人均 GDP 长期数

列。⑤

经过几代计量经济史学家的不懈努力，在国际经济史学界兴起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国民账

户体系下的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与不平等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通过大型的全球 GDP 和人均 GDP
数据库，使国际经济史学界形成一个重要的研究共识: 在 18 世纪之前全球经济的千年发展史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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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人均收入仅仅提高了 50% 左右; 而基于人均收入持续提升的现代经济增长源于 18 世纪中叶

英国的工业革命; 1820 年之后随着工业化扩散至欧美乃至亚洲等地的国家，全球人均收入提高了 8
倍以上; 同时，欧美发达国家与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在以几何倍数扩

大。① 然而，在国民账户体系下的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与不平等研究也给学界留下多个极富挑战的

问题。比如，对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和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资料知之甚少，导致对工业革

命之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研究，要么缺失，要么只是初略估计，所以无法准确回答现代经济增长

的基础和真正开始的时间; 以 1990 年为基准年构建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购买力长期

数列有待进一步更新与完善; GDP 和人均 GDP 等国民账户体系中的指标并不能全面体现全球经济

长期增长与不平等的方方面面; 仍需要从更为广阔和深入的角度去阐释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与不平

等问题。
过去 20 年间，英语学界全球经济史研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随着东亚国家和金砖国

家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欧美经济强权相对衰落，英语学界秉承的传统全球经济史解读理论及

学术体系，已经无法适应这种“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英语学界，尤其是经济史领域，迫切需要针对

这种全球经济发展态势的调整，从更加深远的历史背景提出新的理论学说，以便持续保持英语学界

对学术话语的主导权。另一方面，通过几代量化经济史学家构建的历史国民账户数据库及其理论体

系，对描述和解释近五百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和不平等问题，显得过于初浅，也需要新数据、新视角和

新的理论体系。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00 年，美国学者彭慕兰出版了《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

发展》( 以下简称《大分流》) 一书，②立即引起国际经济史学界的极大关注与讨论。许多西方学者称

该书开启了全球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势。③ 之所以如此评价，因为该书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深入回应

了英语学界的理论需求。一是在理论上将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与不平等简要地概括为全球经济大分

流，并通过对工业革命之前的西欧、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定性与定量的

比较研究，呈现一幅工业革命前东西方经济发展水平“惊人相似”的全球历史图景。也就是说，全球

经济长期增长的不平等问题是工业革命的结果。二是对于各国各地区的比较研究，超越人均 GDP
的单一指标，用更为广泛的指标，如农业结构、预期寿命、出生率、市场整合、农民实际收入等展开。
三是尝试为多个指标建立国际比较的标准框架，比如该著为比较 1800 年前后德国与印度北部人均

陆地运输能力、18 世纪后期华北和欧洲农民使用的肥料、1700—1850 年法国、岭南和华北森林覆盖

率与燃料供给量等主题，分别提供了标准化的国际比较框架。四是从资源禀赋和全球化等角度重新

解释东西方经济大分流的起源。④ 正如彭慕兰自己评价的，他的这些研究仅仅为国际学界提供一个

广泛讨论的开端。⑤ 面对东西方经济大分流这样的全球性问题，英语学界一方面尽可能地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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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构建各种基础数据和量化信息，另一方面通过统计分析与量化研究对全球经济大分流的表现、阶
段和原因等展开深入探讨。

二、从全球经济史专题数据库到全球经济史综合数据库

正如彭慕兰在《大分流》中所展示的，研究全球经济大分流的基础工作就是构建涵盖全球经济长

期增长的各种指标及其决定因素等方面的全球性数据库。
西方学者首先从单一指标入手，构建全球性的专题数据库。他们最早尝试的是构建全球性的实

际工资数据库。在西方学者看来，在经济长期增长中收益最大的是广大底层民众，他们实际工资增

长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但由于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不一样，所以很难进

行国际比较，这是构建全球性实际工资数据库的最大难题。为此，英国学者艾伦( Robert C. Allen) 在

收集各国历史工资与物价的基础上，创造一种用于构建可比较各国各地区实际工资历史数列的方

法，即根据不同国家地区的资料，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非技术工人构建了一个维持最低生活开支的消

费品篮子。由于不同国家非技术工人每日所需的最低热量和蛋白质大致相当，即他们具有相似的维

持最低生活开支的消费品篮子，因此可以使用福利比率( welfare ratios) 核算他们的实际工资。所谓

福利比率，主要是通过平均年收入除以一个家庭维持最低生活开支的消费费用而得到非技术工人可

以购买的最低消费品篮子数量。通过这一方法，艾伦在整理 1500—1913 年 22 个欧洲城市的非技术

工人名义工资数列和生活必需品消费价格的基础上，核算了 16—20 世纪欧洲各国用福利比率表示

的实际工资，并以此构建了欧洲工资物价的历史数据库。① 继而，艾伦领导研究团队又对 18—20 世

纪亚洲各大城市的非技术工人工资和物价进行了收集和整理，以此构建了 1738—1906 年这些城市

基于福利比率的实际工资数列。② 与此同时，美国学者林德联合艾伦、美籍华人学者马德斌、荷兰学

者范赞登等人共同构建了一个全球物价与工资历史数据库，包括了 15—20 世纪的九十多个国家的

实际工资数列。③

在收集实际工资的同时，西方学者也展开了对麦迪森全球历史国民账户数据库的更新与拓展

工作。2010 年麦迪森去世后，由范赞登继续领导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增长与发展中心，并发起一个

“麦迪森计划”( Maddison Project) ，与世界各国的学者展开密切的合作与交流，专门收集世界各国

最新的历史国民账户研究成果，用于更新和扩展麦迪森数据库。经过四年的努力，麦迪森数据库

获得了全面更新，主要涉及的工作包括对 1820 年之前各国人均 GDP 数据进行修正，也新增了很多

国家如瑞士、南非、俄罗斯、新加坡和拉美各国的数据。④ 最近该数据库又进行了一次更新，首要的

目的在于呈现从“麦迪森计划”上一次更新以来所有新研究中可用的历史国民收入数列，其次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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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通过不同方法计算的购买力平价的偏差，进而绘制更为精确的全球各国的长期收入序列。① 目

前该数据库一共包含 169 个国家以 2011 年为基准年的公元元年至 2018 年的 GDP 和人均 GDP 长

期数列。②

同时，其他衡量全球经济大分流的专题指标数据库也相继涌现。在英语学界，成年人身高被公

认为与健康和长寿等要素一样，是一个反映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早在 20 世纪初西方的体质

人类学就发起对成年人身高的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学者福格尔( Robert Fogel) 率先在英语学

界的经济史领域使用这一指标衡量生活水平。③ 2000 年以后，在大分流的国际学术讨论中，德国学

者巴顿( Joerg Baten) 领导的团队致力于 19—20 世纪全球各个国家成年人身高数据的收集、整理和比

较，最终建立了一个 1810—1989 年包括 156 个国家成年男性身高的数据库。④

由于人力资本积累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西方学者尤其关注历史上各国各地区

人力资本积累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在测量历史上各国各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时，书籍产量是一个重要

的指标。最早由范赞登领导的团队对 6—19 世纪英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瑞士、法国、意大利、西班

牙、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瑞典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国家和地区的手抄书和印刷品的数

量进行了收集和统计，建立了一个 500—1800 年欧洲各国各地区书籍产量产值数据库。⑤ 之后，英语

学界陆续有学者对奥斯曼土耳其、中国、日本历史时期的书籍产量进行整理和估算。⑥ 对于 1800 年

之后的人力资本积累历史研究，西方学者更多的还是核算各国各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这一指标

通常反映 15 岁及以上的人接受过小学、中学或更高层次教育的数量，也是衡量人力资本的重要指

标。法国学者莫里森 ( Christian Morrisson) 和美国学者马丁 ( Fabrice Murtin) 在收集了 74 个国家

1870—2010 年每个年龄段受教育的人数，以及辍学率和复学率等数据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 1870—
2010 年 74 个国家年龄在 15 岁以上的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库。⑦

随着各种全球性专题数据库的不断涌现，为全面系统地收集 1500 年以来全球经济大分流的

各种指标，并进一步分析各国福利的长期变化，2011 年由范赞登发起，联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研究部、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和德

国图宾根大学等十多家国际知名机构和高校，共同构建一个综合性全球经济史数据库———计量基

础工程数据库( Clio-Infra) 。计量基础工程数据库涵盖 1500 年以来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和非

洲等各大洲的 210 个国家，涉及农业、人口、环境、金融、人力资本、性别平等、制度、劳动关系、国民

账户收入、价格、工资和矿产等 11 类指标。为了更好的展示 1500 年以来全球经济大分流的特征

化事实，该数据库的指标数据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体现 210 个国家经济长期增长及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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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72 －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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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的指标，如 1500—2010 年的农业发展指标 ( 耕地数、牧场数，以及牛、羊、猪的产量) 、1500—
2000 年的人口发展指标( 总人口、城市人口、成年人身高、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 ) 、1750—2000
年环境变迁指标( 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和生物多样性) 、1590—2010 年金融发展指标( 美

元和英镑的汇率，各国政府债券收益率和中央政府债务总额占比) 、1800—2010 年的制度发展指

标( 内外部武装冲突、参与监管、谋杀率、政治竞争 ) 、1927—2013 年劳动关系指标 ( 劳动纠纷人

数、劳动纠纷数量，以及因罢工和停工而未工作的总天数) 、1700—2013 年矿产指标( 铝、铝土、铜、
黄金、铁、铅、锰、镍、银、锡、钨、锌) ; 另一类是体现由经济增长带来的各国内部经济不平等的指

标，如 1500—2000 年性别平等指标 ( 性别平等、继承的性别平等、教育的性别平等和妇女在议会

中所占比例) 。①

为进一步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展示计量基础工程数据库的全球价值，2014 年，在经合组织的资

助下，范赞登团队出版了《生活变得怎么样: 1820 年以来的全球福利》一书。该书以计量基础工程

数据库为基础，将各国的数据信息分别加总为西欧、东欧、西欧分支、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中东和

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世界八个大区以及全球经济整体，并选取了 1820 年以来质量

较好的十个指标数据( 人均 GDP、实际工资、教育、预期寿命、身高、个人安全、政治制度、环境质量、
收入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 ，依次展示了 19 世纪以来各大区经济长期增长与全球经济不平等的主

要趋势。② 最近五年，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种族冲突、国际冲突，以及新冠疫情等全球问题，范赞登

团队聚焦于经济不平等以及其他不平等指标的研究，对计量基础工程数据库进行了拓展与更新，

并于 2021 年发布了新报告———《生活变得怎么样: 1820 年以来关于福利和全球不平等的新观点》。
为了着重衡量 1820 年以后各国福利的多层次不平等，该报告构建七个新的不平等指标———制造业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社会转移支付、财富不平等、预期寿命不平等、教育不平等、性别不平等和生物

多样性丧失等指标以及相应的全球数据库，并对这七个指标建立了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标准框

架。③

三、全球经济大分流的起源、阶段、表现与原因

基于各种全球性的专题数据库和综合数据库，英语学界围绕全球经济大分流的起源、阶段、表现

和原因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解释体系。
在全球经济增长和不平等的起源即大分流的起源上，无论库兹涅茨，还是彭慕兰，都认为是英国

的工业革命。对于全球经济大分流起于何时的讨论最早可以回溯到有关工业革命的起源问题上。
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英语学界长期以来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认为英国发动的工业革命是本国社

会经济结构和制度突变的产物。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派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学者都是从

18 世纪英国发生重大历史变革来解释工业革命的发生。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英语学界出现了

“早期现代主义者的反抗”( revolt of the early modernists) 。他们提出，工业革命的发生是 18 世纪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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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就已经蓬勃发展的欧洲经济的累积结果，特别是与北海接壤的西北欧地区，早在工业革命

之前的多个世纪中，便已经与欧洲其他地区迥然不同，它更具活力和竞争力。但是，持“早期现代主

义”观点的学者并没有回答西北欧地区与欧洲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起于何时，也没有解释形成

这些差距的原因。① 彭慕兰等人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与世界

上其他地区，如中国、印度等国家，在经济发展模式、效率和生活水平上并无二致。英国率先发动工

业革命应归功于两个几乎完全偶发性的地理因素: 英国本身丰富且价格低廉的煤炭资源和从美洲新

大陆源源不断获取的土地密集型产品。②

这就再次激发了西方学者重新审视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内部的经济长期发展以及差异。最早是

英国学者艾伦根据欧洲城市物价和工资数据库，发现 1500—1750 年西北欧各城市维持着高于最低

生活水准的实际工资，而欧洲其他地区的城市实际工资则出现了长期的下降趋势，甚至许多城市的

实际工资已经低于当时的最低生活水准。他首次提出这一时期欧洲内部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存在

着“小分流”( little divergence) 。③ 此后，范赞登对艾伦的数据库进行了补充，并结合新的计量方法，

进一步确定了欧洲小分流的起点时间大约是在 15 世纪下半叶。④ 然而，近代早期西北欧地区实际工

资的维持到底是人口减少的原因，还是自身经济结构转型的体现这一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论证。意大

利学者福凯萨托将欧洲城市物价和工资数据库与欧洲人口数据库结合起来展开实证分析，发现 15
世纪下半叶之后西北欧地区逐步突破了人口增长带来实际工资下降的马尔萨斯贫困陷阱，而欧洲其

他地区实际工资的长期下降主要是由于人口的增长所致。⑤

在研究实际工资的同时，西方学者通过修正与完善麦迪森的全球历史国民账户数据库的欧

洲部分，丰富了当时欧洲小分流的观点。英国学者布劳德伯利提出，西北欧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命

运逆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在 1348 年的黑死病。在此之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人

均收入大大高于英国和荷兰。黑死病导致欧洲各国人口大量死亡，人均收入都得以提升。但随

着人口的恢复，只有英国和荷兰保持了持续的富裕水平。第二个转折点发生在 1500 年左右，西

北欧地区从大西洋贸易获得巨大收益，首先是荷兰的人均收入超过意大利，进入了 17 世纪的黄

金时代，继而是英国从 17 世纪下半叶进入了快速增长轨道，人均收入与荷兰不相上下。这两次

转折体现了 15—18 世纪西北欧人均收入经历了从保持稳定到快速增长的轨迹，其背后的直接动

因就是当地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些都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出现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⑥

在讨论欧洲内部“小分流”问题时，英语学界也在热烈讨论着东西方经济发展的“大分流”问

题，首先讨论的是东西方经济大分流始于何时的问题。根据全球物价与工资历史数据库，艾伦、布
劳德伯利分别比较 16—20 世纪欧洲和亚洲大城市的实际工资、谷物工资和白银工资等多个工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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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发现西北欧大城市的工资水平从 16 世纪下半叶就开始高于欧洲其他地区和亚洲的大城市; 直

到 19 世纪上半叶，欧洲其他地区和亚洲的大城市在实际工资上还处于同一水平; 从 19 世纪下半

叶，亚洲才逐步落后于欧洲的其他地区。① 通过计量基础工程数据库中各国指标数列的加总，范赞

登提出，随着工业化在全球各大区域的扩散，至 19 世纪末全球实际工资已经分流成一个等级序列:

东亚、南亚、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它们构成了全球最贫穷的地区，实际工资约为维持最低消

费水平的 3. 5 倍; 其次是中东、北非、拉美和东欧，其实际工资水平约为 6. 5 倍; 最富有的是西欧和

西欧的分支国家，其实际工资约有 12 至 20 倍。② 但是，工资毕竟不能反映东西方的经济发展的综

合水平。为此，范赞登、布劳德伯利等人先后通过更新麦迪森全球历史国民账户数据库的非欧洲

部分，勾勒出一个东西方经济大分流的历史进程: 在中世纪黑死病爆发之前，欧洲最富有的意大利

北部地区与亚洲最富裕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大致相当; 黑死病之后，西北欧地区在取代意大

利北部地区成为欧洲最富裕地区的同时，先后于 15 世纪下半叶超过印度、日本的富裕地区; 1700
年左右超过中国的富裕地区。可以说，在 18 世纪工业革命来临之前的一个多世纪，东西方之间就

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大分流。③ 18—19 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与扩散，尽管 1900 年的全球平均的

人均收入比 1800 年增长了 1 倍，但是这一倍的增长主要是来自于西欧和西欧分支国家的贡献。19
世纪西欧和西欧分支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其人均收入比一百年前增加了 1—3 倍; 其次是东

欧、拉美、中东和北非，在有限的工业化推动下，人均收入有少量增长; 最贫穷的还是除日本之外的

东亚、南亚、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收入不仅没有增长，还呈现衰退趋势。20 世纪初全球

最富有的大区与最贫穷的大区，在人均收入上的差距达 7 倍之多。④ 当然，20 年来，除实际工资和

人均收入之外，范赞登等人还依托计量基础数据库，通过预期寿命、身高、教育程度、个人安全、收

入不平等、性别不平等、环境质量等多个福利指标反映全球经济大分流的方方面面。最近，英语学

界对工业革命之 前 西 北 欧 的 经 济 增 长 的 表 现 形 式 进 行 了 更 为 深 入 的 探 讨。学 者 们 通 过 分 析

1300—1800 年的东西方人均收入数列，发现尽管这一时期西北欧、欧洲其他地区和亚洲的经济在

短时段中都有波动，但是在中长时段上的表现则有不同的模式: 西北欧中长时段的经济趋势基本

上是保持人均收入不下降与小幅度增长，而欧洲其他地区与亚洲都出现了中长期人均收入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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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①

可以说，英语学界有关世界经济大分流的阶段与表现的认识已渐成熟，并得到学界的广泛认

可，②其核心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认为全球经济增长与不平等起源于工业革命的传统看法，提出

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经济增长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纪晚期的黑死病之后。近 500 年来的全球经济大

分流可以分成两个历史阶段，从黑死病结束后的 15 世纪下半叶到 1800 年是第一个阶段。当时欧洲

其他地区和亚洲的经济出现长期衰退，西北欧地区经济却得以快速发展，突破马尔萨斯陷阱，保持了

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最终取代意大利北部地区和中国江南地区成为世界最富裕的地区。这一阶段

的世界最富有的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差距并不大，在人均收入上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左右。整个 19
世纪是第二阶段，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像西欧与西欧分支国家那样实现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增

长，相反它们都深陷贫困的泥潭。由此，全球经济分流成了一个延续至今的等级序列，最富有的是西

欧和西欧分支国家，其次是东欧、北非、中东和拉美; 最贫穷的地区是除日本之外的东亚、南亚、东南

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被远远拉大，在人均收入上达到八倍的差距。
除了人均收入之外，全球经济大分流的两个阶段还可以从多个指标来衡量。

对于如何解释全球经济大分流，或者探讨为何西方从全球经济中脱颖而出，成为发达经济体; 而

其他国家和地区为何在 20 世纪之前长期徘徊于贫困陷阱之中的问题，英语学界在 20 年的学术讨论

中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如上文所述，在库兹涅茨的研究中，他通过比较发达国家与

欠发达国家的增长经验，提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技术与知识的运用和经济结构的变迁是现

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将全球经济大分流的主要原因归于两个地理因

素———煤和殖民地。随后，西方学者基于上述各种全球经济史数据库，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大分

流的形成。如薛华、凯勒和施图德等人从欧洲、中国和印度的市场一体化差异解释东西方大分流。③

范赞登、巴特等人解释了家庭婚姻模式、人力资本积累与全球经济大分流的关系。④ 艾伦从要素构成

421

①

②

③

④

Stephen Broadberry and John Joseph Wallis，“Growing，Shrinking and Long Run Economic Performanc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 23343，2017，https: / /www. nber. org /pap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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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2015.
Jan Luiten van Zanden，“The Skill Premium and the‘Great Divergence’”，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Vol. 13，Issue 1，

2009，pp. 121 － 153; Jan Luiten van Zanden，The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1000 － 1800，pp. 69 － 141; Dorothee Crayen and Joerg Baten，“Global Trends in Numeracy 1820 － 1949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Long －
term Growth”，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Vol. 47，Issue 1，2010，pp. 82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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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解释全球经济大分流。① 美国学者克拉克等人则解释了技术创新与运用效率在全

球经济大分流中的重要作用。② 德国学者弗兰克从全球多边贸易和支付体系形成与运作来解释全球

经济的大分流。③ 美国学者格雷夫、范赞登、荷兰学者弗里斯和美籍华人学者马德斌从制度、国家和

法律等角度解释东西方的大分流。④ 美国学者莫基尔从文化角度解释了全球经济大分流。⑤

各种解释大分流的观点众说纷纭，各具特点。正如西方学者所普遍认同的，近 500 年来全球经

济大分流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为系统衡量各种因素

对全球经济大分流在不同阶段发挥的具体作用，布劳德伯利等人尝试建立包括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

解释框架。这种综合解释框架有利于解释不同阶段大分流形成的原因，如 1800 年之前的西北欧为

何能从全球经济中脱颖而出，成为发达经济体; 1800 年之后为何只有西欧和西欧分支国家完成了工

业革命，而其他国家和地区仍深陷贫困泥潭，等等。因此，在这种综合解释框架中，各种影响大分流

的因素被分成两组，一组是如何导致大分流的直接因素; 另一组则是为什么会导致大分流的根本因

素。⑥ 西方学者一般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理论来阐释各种直接因素是如何导致大分流的。
第一种理论是构建增长方程，将诸如劳动力、资本( 包括物质和人力两种资本) 、土地、效率( 由

知识技术创新而产生) 等直接因素作为方程的自变量，GDP 或人均 GDP 作为因变量。通过对各国各

地区近 500 年经济增长方程的建构与核算，西方学者最近发现在 1800 年之前西北欧的持续增长主

要由要素投入，如人口增长、劳动工作时间增加、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土地增加等所驱动，然而由知

识技术创新产生的效率提升在一定时期，尤其是抑制经济衰退的时期也发生过关键作用; 在 1800 年

之后随着工业革命在西欧与西欧分支国家的展开，要素投入的驱动作用降到了 50% 以下，而创新与

效率的驱动作用则越来越重要。与此相反，1800 年之前的欧洲其他地区和亚洲长期缺乏多种要素的

综合投入导致经济长期停滞或衰退; 1800 年之后的西欧与西欧分支国家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长期无

法提升效率，导致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步履艰难。
第二种是使用经济结构变迁理论，因为自库兹涅茨以来的西方学者都认为经济结构变迁在现代

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各国在全球经济大分流中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西方学者

将它们的经济结构变迁分成永久性变迁和过渡性变迁两种。1800 年前后西欧和西欧分支国家都经

历了永久性的经济结构变迁，为现代经济增长提供了基础与动力; 而世界上的多数国家和地区无论

是在 1800 年之前，还是之后，都只有过渡性的经济结构变迁，“在增长时期，随着人们收入增加，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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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Vol. 1 － 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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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业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这将影响产业间的劳动力供给。然而随着增长期让位于萎缩期

时，这个过程就会逆转，而且劳动力的构成没有永久性的转变”。两种类型的经济结构变迁正是上述

各种直接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①

无论是增长方程，还是经济结构，只能回答全球经济大分流如何形成的问题; 而要回答为什么

会出现全球经济大分流的问题，还得从地理、制度和文化这三个根本因素来找答案。自彭慕兰提

出大分流的地理决定论以来，西方学者将作用于大分流的地理因素细分成两种属性，第一种属性

包括原始或自然优势，如矿产或气候等; 第二属性包括后天或人为优势，如市场准入、全球化或集

聚经济等。除了考虑到煤铁资源等地理第一属性的重要性外，西方学者越来越关注地理的第二属

性。他们提出第一属性的地理优势或劣势会被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力量放大与缩小。也就是

说，生产力水平高的有利地区具有要素集聚效用，会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反之生产力低的地区会变

得越来越落后。② 艾伦将地理的两种属性结合起来，提出无论是 1800 年之前的英国，还是 1800 年

之后的西欧及其分支国家，都形成了高工资与低能源价格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技术创新和效率提

升创造了良好环境。③

然而，正如艾伦所指出的，“地理因素并不是唯一的解释，因为它的重要性取决于技术和经济条

件”，这些条件的核心正是制度因素。④ 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建构高效的制度

最终决定着它们在全球经济大分流进程中的表现。在 1800 年之前，西北欧在微观、中观、宏观和更

高层面上继承了中世纪欧洲经济复兴以来创新的各种制度，并在近代早期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通

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建构起一系列高效制度，进而推动经济长期增长与经济结构的永久变迁。⑤ 在

1800 年之前的制度研究中，国家的角色与作用是近几年来西方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西方学者用经

验证据说明 1800 年西北欧的国家既具有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且受到议会控制与约束，对产权保

护、提供教育与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发挥了关键作用。⑥ 1800 年之后，西欧的其他国家和西欧分支

国家普遍仿效英国的成功模式，采取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赶超战略，即艾伦所总结的“富国之路”( the
ascent of the rich) 。⑦ 但是，有些学者认为同一制度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地区所发挥的作用往往千差

万别，因此各个国家地区的文化才是解释大分流的最终因素。对于 1800 年前后的西欧来说，中产阶

级的观念和文化深入人心，诸如节约、谨慎、合作和勤奋的观念取代挥霍、暴力、冲动和享乐的思想，

从整体上提升了劳动力的质量和创新能力。⑧ 总之，英语学界对于到底是地理、制度还是文化因素，

最终促成全球经济大分流，仍存在着较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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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启发与思考

20 年来的“全球经济大分流”国际学术讨论大大拓展了全球经济史的研究视角、主题和内容，代

表了英语学界全球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向。它对于开拓中国视野的全球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

与借鉴意义。
首先，构建全球经济史数据库的问题。量化历史研究离不开各种数据和指标的收集、整理和建

构; 要回答全球经济大分流这样的宏大问题，更需要建构全球性的经济史数据库。构建内容宏大的

全球经济史数据库必须解决两个棘手的问题: 如何选择体现全球经济大分流阶段、表现和原因的指

标体系; 如何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地区收集和整理基础数据，并构建一系列用于国际比较

的标准框架。对此，英语学界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数据库构建工作。在 21 世纪的头十年，西方学者聚

焦建构各国各地区都广泛存在基础数据的各种指标，比如实际工资、人均 GDP、身高、预期寿命、人力

资本等。他们一方面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收集与整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地区的基础数据

和量化信息; 另一方面共同开发和创造一系列国际比较的标准框架和方法，如通过福利比率构建国

际比较的各国实际工资数列; 通过购买力平价法构建各国人均 GDP 数列; 通过生命周期法构建各国

预期寿命数列，等等。最近十年，由于全球地区冲突加剧、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最近的新冠疫情，英语

学界越来越聚焦于反映不平等和环境等全球性问题的指标构建; 并且尝试将各种专题数据库整合成

全球经济史的综合数据库。可以说，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国际比较框架的开发与创新是英语学

界构建全球经济史数据库的重要路径与成功经验，为国内全球经济史的开展提供了大量系统、详实、
全面的基础数据和量化信息。但是，正如范赞登在完成计量基础工程数据库( Clio-Infra) 构建之后所

评价的:“我们的资料仍然存在薄弱之处，特别是关于 1950 年以前非洲和 19 世纪亚洲等国家和地区

的经济发展。”①这是英语学界各种全球经济史数据库普遍存在的问题，给国内学界借鉴英语学界的

全球经济史数据库的同时，也提出了不断丰富和完善的方向和路径。
其次，描述全球经济大分流的问题。基于各种全球经济史数据库的全球经济大分流的理论学

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认为现代经济增长起源于工业革命的传统看法，提出现代经济增长出现的

二阶段说，即黑死病结束后的 15 世纪下半叶到 1800 年，西北欧地区经济成功突破马尔萨斯陷阱，实

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经济增长，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为工业革命

带来的欧美国家快速经济增长。在西欧和西欧分支国家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同时，世界上大多数国

家和地区长期滞留于贫困陷阱之中，从而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全球经济不平等体系。这个不平等体系

是当今诸如地区冲突、环境污染等重大全球问题的历史根源。这也是西方学者研究全球经济大分流

问题的重要现实关怀。值得注意的是，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在国民账户体系的核算框

架下使用 GDP 和人均 GDP 作为衡量各国经济长期增长与增长差异的主要指标。但是，自彭慕兰的

《大分流》出版之后，西方学者一直致力于超越人均 GDP 的单一指标，采用更为广泛的指标去衡量全

球经济大分流的方方面面。21 世纪最初十年，英语学界在不断更新各国历史国民账户体系研究的同

时，还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反映各国福利水平的其他物质和非物质层面上，如教育、预期寿命、身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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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安全和政治制度，等等; 最近十年，又拓展到不平等和环境等全球问题的大分流研究，并且尝试将

各种指标汇总赋值，以此构建反映福利整体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① 然而，这些指标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全球经济大分流研究中仍是薄弱的领域，尤其是刻意回避了西方经济长期增长与全球经济不平

等、全球环境恶化等问题之间关系的探讨。这一领域恰恰为中国学者在全球经济史研究中发出中国

声音提出了重要课题。
最后，解释全球经济大分流的问题。自 18 世纪以来，英语学界对于解释西方为何崛起，逐渐形

成了两种学术传统: 一是内因论，即认为欧洲自身特殊的制度和文化决定了西方崛起; 二是外因论，

即认为 15 世纪兴起的殖民贸易是主导因素。② 20 年来，英语学界对全球经济大分流的解释学说实

际上是这两种学术传统的“升级版”。彭慕兰提出地理因素是全球经济大分流的主导因素以来，许多

西方学者或提出质疑，或深化研究，随之提出了解释全球经济大分流的各种动因。最近，英语学界又

尝试将各种因素汇聚起来，构建综合的解释框架。这种综合解释框架不仅包括探讨如何导致大分流

的直接因素，如各种经济要素、技术和经济结构等; 还包括为什么会导致大分流的根本因素，如地理、
制度和文化等。它彻底改变了过去英语学界单纯以西方成功经验解释西方崛起的分析框架，取而代

之的是从全球史的广阔视角中不仅重新认识西方发达国家现代经济增长的机制、路径与原因等问

题，而且结合非西方世界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形成了一套解释现代经济增长以及全球经济不

平等的一般化理论框架。然而，在这一般化的理论框架中，西方学者还是侧重于解释西方国家为何

能成功实现现代经济增长，未能详细回答非西方国家为何没能通过西方国家的“富国之路”走上现代

经济增长的道路。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大分流的解释框架还是一种“西方中心论”，既不能真正清

楚、完整、系统地梳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长时段的经济发展道路，更无法对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国家

在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快速发展做出研判与解释。因此，如何在全球史的广阔视角下系统探讨和

总结通向经济现代化的非西方道路，为中国学者在全球经济史领域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 作者徐毅，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何丰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邮编: 541004)

( 责任编辑: 张旭鹏)

( 责任校对: 董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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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Jan Luiten van Zanden，Joerg Baten，Marco Mira d'Erole，Auke Rijpma，Conal Smith and Marcel Timmer，eds. ，How Was Life? Global
Well-Being Since 1820，pp. 249 － 267; Jan Luiten van Zanden，Marco Mira d'Ercole，Mikoaj Malinowski and Auke Rijpma，eds. ，How
Was Life? Vol. II，New Perspectives on Well-Being and Global Inequality since 1820，pp. 241 － 259.
Patrick O'Brien，“Ten Years of Debate on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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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th research． Two important issues that need to be further addressed are how to write global history by
scholars who embrace national identity and how to construct a global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patial Turn in American Urban History Research / / Li Wenshuo

American urban history research originated in the 1940s and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1960s and
1970s． Since then，few historians have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urban historians，whil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them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cities． Spa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numerous studies．
This is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spatial turn” in Western studies of social sciences，
especially neo-Marxism，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urban spatial changes in the academia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urban history research has turned to space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on the subject of
research，space is no longer the site where research objects are located，but space itself also becomes the
objec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cale of research，historians are adopting a transnation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urban history through the flowing of personnel，materials，capital，and information． The
spatial turn has not only deepened the understanding of urban issues，but also broadened the scope of urban
history． It is a good source of reference for studies of American urban history in China．

Exploring Long-term Growth and Inequality: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English-Language Academia / / Xu Yi，He Fenglun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global economic divergence”about the long-term growth and inequality of
countries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English-language
academia overthe past two decades after 2000． Western scholars have been constructing various th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databases to quantify the long-term growth and inequality since the emergence of the
global economy． Based on these databases，they have also established a complete theoretical model to
account for the origin，development，performance，and cause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se new databases and theoretical models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oday's global unequal economic system． A reassessment of studie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of global
economy in English-language academia of the past twenty years is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for widening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studies of global economic history．

Philip Curtin's World History Study and His Comparative Approach / / Wei Xiaoji

Philip Curtin is a pioneer in the study of new world history． Since the 1960s and 1970s，he has
proposed a comparative approach on world history against the fragmentation of regional histories and the
superficiality of the compilation of the trational world history ． He has made prominent achievements in
studies of issues such as cross-cultural trade，plantation，expansion of the west，Atlantic history，global
migration history，and global medical history，and provided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to studying world
history using case studies as method of analysis． Moreover，Curtin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world history scholars through the“Comparative World History”program，and many of them have formed
today's leading force of world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fore，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valuate Philip Curtin's comparative approach on world history in China today．

The Kuomindang Leftist and the Conception of a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China / / Zhao
Lidong

To interpret the nature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is a basic concept．
The existing studies on this concept are constrained by certain stereotypes，and they have been predominantly
based on source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s a matter of fact，the conception of this idea seems more
complicated than previous views． With a scrutiny of documents from the Kuomindang leftist，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t was this leftist faction had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before
the great debate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and carried out corresponding the oretical eluc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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